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题的现象。它既是 80 年代重新评价文学史的产物，也是对 50 年代一些研究者
为《琵琶记》辩护努力的继承。其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把作品当作一个完整的整
体，撇开某些先入之见和评判框式，根据作品本身的具体描写来体悟其思想轨
迹，寻找其“本义”。50 年代如戴不凡先生即从此种角度出发，针对戏中对于
赴试求功名的否定态度，提出：“《琵琶记》的主题思想应该是：抨击或反对
科举制度。”但戴氏的这一说法的缺陷是没有注意到元代社会并非是一个典型
的科举社会，科举不过是一种“粉饰之具”。故笔者参照元代末年的社会政治
情况和高则诚本人的思想变化状况，认为剧本借一个孝子终陷不孝境地、家破
人亡的悲剧故事，表示了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意向。只是这种在元末社会具
有特定针对性的倾向，因时代的变迁而被明人忽略或者说放弃了，其注意点遂
落到表层的“子孝妻贤”之上了。同时，根据版本的比较，指出这种“作者本
义”在明清时代的“迷失”与转换，阐明作者的本义与作品的接受过程的区
别，从而试图对《琵琶记》的悲剧构成提出新的解说。其基本观点参见《〈琵
琶记〉悲剧诸说》等篇，此不赘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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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所谓“作者的本义”或“作者的意图”也仍是一个美妙的陷阱。因
为我们难以逃脱循环论证的圈套。况且作者并未对此有过直接的阐释，他只是
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离合悲欢完整地表述了一切。因此，所谓的“作者本义”，
也依然是读者理解之中的意义，而且必然受到读者自身的理解条件和倾向的制
约。所以真正的“知音君子”永远难以期待。人们只能迫近而不可完全等同
“作者本义”。 
进而论之，甚至“作者本义”是否存在，也仍是未可遽下断言。因为作者
固然有其所思所感，有其创作的触发点，激起其创作的欲望，然而即使有所
“意图”，当其用形象来表现之时，两者也仍未必合一，因为“形象大于思
想”，而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常常“自行其是”而超出作者原来的设想。况且
生活本身又是如此的复杂多变，同一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原本可以得出多种的解
答，甚至根本难以下一判断，即使作者本人亦未必能作出清晰的回答。他也许
只是揭示了问题，让不同的人物作出不同的解答，而让自己的答案隐藏于文字
之后，——也即是无解。由于作品所涵的象征的意义常常逸出作者的预料，即
使作者尽力贯注的东西，在作品的流传和接受之中也可能变得无足轻重，被视
而不见，置若不闻。也许作者针对现实而设的特定内涵在当时曾引发共鸣，实
现了其现实意义与价值。但真正伟大的作品，是共时的，跨越世代的。它将自
动扬弃属于狭隘时段的特定涵义和价值，却将属于永恒的东西展示出来。从读
者接受的角度而论，人们只感受那能够引发自己共呜的内涵，并不断根据自己
的感受而从作品中“发掘”出新的涵义。因而作品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，作
品的接受也是一个内涵日渐丰富的过程。由于接受者的感受又受其时代社会的
“接受视野”和认知条件、价值观念的限制，它可以获得某一时段中“当前”
的合理性，却未必适合另一历史时期的变迁了的社会。然而作品既能为各时代
所共同接受，必定有其跨越时代的“永恒”的意义存在。而这，也正有待于我
们去探寻。 
上文我们实际上已经大略辩析了元明清以来各时段的接受过程。下面的工
作，便是要寻找《琵琶记》与传统中国人的心灵相沟通的“永恒”之所在。 
  
 
